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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

移民开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衣保中，张立伟

(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在清朝建立以前，内蒙古地区就已经有了少量内地汉民迁入垦殖。清朝以来，内地民人大规模迁

入蒙地垦殖，其粗放的经营方式和无序的活动，对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关键词:内蒙古; 汉族移民; 生态环境

内蒙古地区自古即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区域。但在清朝建立以前，内蒙古地区已经有

少量内地移民的存在。清朝建立后，移民趋势持续发展，并于清末达到高潮。清代至民国时期，以汉族

为主体的内地民人，向内蒙古地区大量迁徙定居，历时三百余年。内地民人的大规模迁入，对蒙地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①一方面，移民带来了内地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地农业的发展，

增加了蒙地土地产出，解决了大量出塞饥民的生计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蒙古牧民的粮食需求;

另一方面，汉族移民大量开垦蒙地、粗放经营，严重破坏了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

果。本文试从汉族移民给蒙地带来的负面影响出发，对内蒙古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做深入的研究。

一、汉族移民蒙地的历史进程

1． 清末放垦前的移民状况

汉族移民进入蒙地，基本上是越过长城由南向北推进。“其趋向，一是由长城沿边，渐次向北推进;

一是从东三省越过柳条边墙向西推进，进入哲里木盟。从时间上来说，前一路线较之后一路线早将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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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① 归化城土默特旗、伊克昭盟南部、察哈尔南部以及卓索图盟是汉族移民最先进入的地区。归

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移民进入时间较早，在明代便有汉人在此种地。清初，归化城“人口三万余，喇

嘛亦二万”，民户仅一万余人，其中既包括蒙古牧民，也包括汉族移民，可见，当时归化城人口较少。至

康雍时期，清廷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设立了 13 处粮庄，招民垦种，②内地民人逐渐增多。雍正初，山西

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而“归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几千家

矣”。③ 至 1880 年，绥远、归化等六厅的汉族人口共计达十二万余人，远超过蒙古族人口。
伊克昭盟地处鄂尔多斯高原，黄河三面环绕，又称河套。伊克昭盟的移民，主要集中在“沿边”和

“靠河”两大区域。④“沿边”地方，明朝时期就有陕北人在此耕种。据潘复调查: “自康熙末年，山陕北

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而甘省边氓亦复逐渐辟殖。于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

黄河长城处，所在( 皆) 有汉人足迹。”⑤至乾隆年间，府谷县边外蒙地已被大量开垦。1889 年( 光绪二十

五年) ，靖边县五堡一镇( 龙州堡、镇罗堡、宁塞堡、镇靖堡、新城堡、宁条梁镇) 共种边外蒙地 56 491 垧，

居住民人 1349 户，男女大小 8372 人。⑥“靠河”区域主要是后套地区，“后套界于黄河五加河之间，地属

杭锦、达拉特二旗北部及乌拉特南部”。⑦ 在明朝时期，后套已经有了汉人居住。雍乾时期，后套的移民

渐趋增多。后套地区有得天独厚的引黄灌溉条件，道光年间，就已开始修渠灌溉，至光绪朝时，河套水网

总灌溉面积已达 10 829 余顷。⑧ 至 1902 年前后，经过改修合并，后套地区形成永济渠、刚济渠、丰济渠、
沙河渠、义河渠、通济渠、长济渠和塔布渠八大干渠。伴随着河套水利的发展，人口流入也逐渐增多。

察哈尔的放垦始于康熙年间。这一地区原为察哈尔八旗四牧群( 又称察哈尔十二旗群) 的游牧之

地。康熙年间，一些内地农民不顾清廷对蒙古的封禁，首先在张家口以北地区私垦; 1724 年 ( 雍正二

年) ，察哈尔都统黄升等奏议招民开垦近边 50 里以内土地，获准，并分设移民统治机构张家口、多伦诺

尔、独石口三厅进行治理; ⑨ 1736 年( 乾隆元年) ，清廷查丈左翼四旗，分给口外流民承种，共安插流民

4000 余户，1753 年( 乾隆十八年) 又开发富贵山等处围场，准许口外无业穷民承垦。瑏瑠 据粗略统计，至

1775 年( 乾隆二十年) ，察哈尔左翼垦地已达 4700 余顷，居民 7150 余户。瑏瑡 右翼垦务主要开垦不妨碍游

牧的牧场荒地。至乾隆末期，察哈尔右翼升科地亩数已达 28 000 顷，居民达 21 819 户。瑏瑢

卓索图盟的移民发生在清兵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在华北大量圈占土地，失地农民被迫流入塞外垦

荒谋生，流民最先涌入卓索图盟。至康熙末年，卓索图盟蒙地已有了大规模的开垦。1747 年( 乾隆十二

年) ，八沟以北及塔子沟通判所辖地方，已有汉民垦户“二三十万之多”。瑏瑣 1748 年( 乾隆十三年) ，喀喇

沁右旗境内居住种地民人共有 17 865 口，所耕地亩共 2807 顷。瑏瑤 同年，喀喇沁中旗已有汉佃 103 屯，汉

民 42 924 口，瑏瑥至 1752 年( 乾隆十七年) ，该旗境内居住民人男女口数为 42 924 口，已耕地数目 7741 顷

6 亩。瑏瑦 1760 年( 乾隆二十五年) ，喀喇沁左旗境内居住种地民人男女共有 59 182 口，佃种地亩 13 503
顷 13 亩。瑏瑧 另外，卓索图盟与昭乌达盟以老哈河南北沟通，汉族移民经卓索图盟逐渐进入昭乌达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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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敖汉、翁牛特、克什克腾、巴林等旗。1800 年( 嘉庆五年) ，敖汉旗境内种地民人有 130 户，耕种地亩

1390 顷，“民人挟资携眷陆续聚居，数十年来生齿日繁，人烟稠密，实有数千口之多。”①至 1827 年( 道光

七年) ，平泉州( 喀喇沁右旗、敖汉旗) 有汉民 158 055 口; 建昌县( 喀喇沁左旗、敖汉旗) 有 163 875 口; 赤

峰县( 翁牛特左、右旗，巴林左、右旗) 有 112 604 口; 朝阳县( 土默特左、右旗，奈曼旗，喀尔喀左翼旗) 有

77 432 口。② 至 1830 年，卓索图盟及昭乌达盟南部的汉族人口已超过 78 万，③卓、昭两盟的大部分可耕

地区均为汉人垦殖。据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考察后估算，光绪朝中期，卓索图盟一带的“汉族居民在

人数上已占绝大多数，蒙古人在当地只占百分之十五”。④ 与此同时，昭乌达盟种田且有家室的汉族人

口“总数在克什克腾旗计有五万人，另外还有两万五千人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克什克腾人本身却不

超过三千人”。⑤ 伴随着内地人口流入数量的增多，昭乌达盟蒙地私垦范围也不断扩大。至清末全面放

垦蒙地之前，昭乌达盟除巴林二旗、扎鲁特二旗和阿鲁科尔沁旗的部分地区仍以畜牧业为主外，大部分

地区已变为农区和半农区。⑥

汉人较大规模的移民哲里木盟出现在乾隆以后。随着内地汉民的不断进入，1800 年( 嘉庆五年) 在

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长春堡地方设立了长春直隶厅，至 1888 年( 光绪十四年) 升长春府; 1806 年( 嘉

庆十一年) 在科尔沁左翼后期昌图额勒克地方设置昌图厅，1877 年，昌图升为府治。至清末放垦以前，

哲里木盟已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农业区: 一个以昌图府为中心，沿辽河西岸分布; 另一个以长春府为中心，

沿伊通河、饮马河两岸，以及松花江南岸分布。
2． 清末蒙地的放垦与移民

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失败后，激烈的社会政治矛盾，巨额的战争赔款带来的财政枯竭，使

清政府陷入空前的危机。1901 年( 光绪二十七年) ，张之洞、刘坤一等提出改变治蒙政策，主张由内地移

民到蒙地边疆开垦荒地，以充实边疆。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为了筹集当年清政府分摊的庚子赔款，采

用了各种手段，但仍感到“乏术点金”，“即竭泽而渔，亦难筹此巨款”，⑦他便两次上谏“筹议开垦蒙地”，

以应付开支。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1 月 5 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正式批准岑春煊的奏议，任命兵部

左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前往内蒙古西部推行垦务及“移民实边”新政。与此同时，允许蒙地

在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主持下设局丈放。从此，清政府在内蒙古东西部开始了全面放垦时期。新

政在内蒙古地区推行后，持续了两百余年的封禁政策被废止，代之而起的是放垦蒙地。在蒙地移垦中，

清廷从禁止者、阻止者迅速转变为劝行者和推行者。丈放土地后，由官方出面招租，使移垦蒙地变为合

法化，这就极大地促进了移民的进程。从此，汉人北上，由暗变明，流入速度大大加快。
清末十年间，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哲里木盟 8 旗共放出地亩 378 855 133 垧，⑧昭乌达盟的巴林二旗、

扎鲁特二旗、阿鲁科尔沁旗和敖汉旗的部分地区也已被放垦; 西部地区的伊克昭盟共放地亩约 21 170
顷左右，乌兰察布 6 旗至 1908 年共放垦地亩 7840 顷; ⑨至 1905 年( 光绪三十一年) ，清廷直辖的察哈尔

左右两翼共放垦 44 600 余顷; 瑏瑠东北西布哈特蒙地至 1907 年( 光绪三十三年) ，共放毛荒 328 511 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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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灭亡时，已垦熟地 112 098 垧。① 蒙地的大规模放垦，刺激了内地汉民的流入，领垦蒙地之人不断增

多。如伊克昭盟前套地方，“自放垦以来汉人之移居者渐多，凡有可耕之地，皆试行种植”; ②1908 年( 光

绪三十四年) 春，直晋陕豫等省农民“日或二三百人，或四五百人，结伴成群……赴套以自求口食……考

之入境者，已在二万以上，而项背相望、络绎于道者，方兴未艾”; ③据陆邦彦游历察哈尔地区时记载:“连

日所经均系新辟之区域，居民多系山西大同一带渐次移来。侨寓年代，至远亦不过二十年以内。”④说明

这些人多是清末放垦期间迁至此地的。据不完全统计，至清末仅东三盟( 卓索图盟、哲里木盟、昭乌达

盟) 境内汉族人口就已达 3 643 000 口，是蒙古族人口的 7 倍，占总人口的 87． 5%。⑤ 新政时期，清政府

推行垦务的地区，除了锡林郭勒盟偏远牧区和已基本农耕化的卓索图盟等地，几乎遍及内蒙古的所有盟

旗。⑥ 清末内蒙古州县设治数量的快速增长能够反映出这一时期移民的大规模增加。( 见表 1)

表 1． 清代内蒙古设治情况简表

时间
设治

厅 府 州 县

雍

正

朝

1723( 雍正元年) 热河 － － －
1724( 雍正二年) 张家口 － － －
1729( 雍正七年) 八沟 － － －
1732( 雍正十年) 多伦诺尔 － － －

1733( 雍正十一年) － － 承德 －
1734( 雍正十二年) 独石口 － － －

乾

隆

朝

1736( 乾隆元年) 四旗 － － －
1739( 乾隆四年) 绥远城 － － －
1740( 乾隆五年) 塔子沟 － － －
1741( 乾隆六年) 归化城 － － －

1748( 乾隆十三年) 喀喇和屯 － － －
1750( 乾隆十五年) 丰镇、宁远 － － －

1760( 乾隆二十五年)
萨拉齐、和林格尔

托克托、清水河
－ － －

1774( 乾隆三十九年) 乌兰哈达、三座塔 － － －

1778( 乾隆四十三年) － 承德 平泉

建昌、赤峰

朝阳 丰宁

滦平

嘉

庆

朝

1800( 嘉庆五年) 长春 － － －

1806( 嘉庆十一年) 昌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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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西布特哈总管:“呈为会同勘丈布特哈各屯荒界一律划清事”; 东三省总督、黑龙江巡抚:“批准西布特哈总管呈请划拨本处旗丁生

计地亩是否相符候收原因交局会同旗务处查明呈复核夺由”，内蒙古档案馆藏《内蒙古东部区垦务档案》，全宗 496 － 8 － 2 － 4、496 － 8 － 2
－ 5。

闫天灵:《塞外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2 年，第 29 页。
《贻谷咨行直督晋抚并照会大顺广道等处转饬交界地方官预禁客民赴套谋生由》，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

汇编》，第 33 页。
陆邦彦:《内蒙纪行》，劳亦安编:《古今游记丛钞》卷四五，上海: 中华书局 1924 年版，第 11 册第 4 页。
珠飒:《清代内蒙古东三盟移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5 年，第 133 页。
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9 页。



光

绪

朝

1877( 光绪三年) － 昌图 － 奉化、怀德

1880( 光绪六年) － － － 康平

1889( 光绪十五年) － 长春 － 农安

1902( 光绪二十八年) － － 辽源 －

1903( 光绪二十九年)
兴和、陶林

武川、五原
－ －

建平、阜新

彰武

1904( 光绪三十年) 大赉 朝阳、洮南 －
靖安、开通

隆化

1905( 光绪三十一年) － － －
安广、张北

多伦、沽源

1906( 光绪三十二年) 法库、肇州、安达 － － －
1907( 光绪三十三年) 东胜 － － －

1908( 光绪三十四年) － － 赤峰
绥东、开鲁

林西、长岭

宣

统

朝

1909( 宣统元年) － － － 醴泉

1910( 宣统二年) － － － 镇东、德惠

资料来源: 周清澍:《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转引自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

会变迁研究》，第 34 － 35 页。

清末的大规模放垦，是一场对蒙汉人民大规模的掠夺。据统计，仅在清末哲里木盟的放垦中，清政

府所得荒价达 2 048 640 两库平银。① 各旗札萨克王公、台吉和僧侣贵族以及队伍庞杂的放垦机构人

员，在放垦过程中，都绞尽脑汁，尽量充实私囊。如历任奏办札萨克图王旗蒙荒总办、奏办镇国公旗蒙荒

总办、奏办图什业图王旗蒙荒总办的张心田，主持丈放札萨克图王旗荒务时，“捏造三省堂名目，私占双

流镇街基 70 余丈，经蒙文翻译文享转为贩卖。并嘱使其胞叔张洛廷，即张延奎，包领距该衙署就进之正

面街基 1000 余丈，并包领大段熟生荒地 7 万余垧，转相贩卖，与张心田分肥。查每丈街基原价中钱 150
文。其卖价每丈至 10 余两或 20 余两之多，其生熟荒价每垧原价 1 两。其卖价至 10 两、9 两不等”。②

有的则负“函托”，为数百里外的领户领地，“迹近于私”。③ 有的“以沃作跷”，从中渔利。也有的和蒙旗

实权人物勾结，“从中滋事”，更有甚者，“在外籍事招摇”，④诱骗钱财。放垦官员的肥缺，使得不法之徒

“冒充荒务局员，甚至设局收价，诓骗乡民”，⑤或“假充近人，干预局事”。⑥ 清政府高官们也趁机聚敛钱

财，1902( 光绪二十八年) 在丈放札萨克图王旗洮儿河南北地时，盛京将军增祺饬发了头等生荒信票 70
张，二等生荒信票 150 张，每张信票填地百垧，共合地 22 000 垧，⑦1905 年( 光绪三十一年) 丈放镇国公

旗洮儿河北荒时，翰林院庶吉士张鸣銮认领了大片土地，迟至 1906 年( 光绪三十二年) 八月，尚欠荒价

银 23 560． 2 两。⑧ 同时，清政府通过“移民实边”政策牺牲广大蒙汉劳动人民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利

益，那些在外国资本主义竞争下，已无法经营的工商业高利贷者纷纷投资农业，向地主转化。这些人勾

结清朝垦务官员，抢夺民田，“弱肉强食，恃强越占”，破坏了蒙汉人民的经济，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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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办图什业图蒙荒行局:“为领荒人不必驰函须亲认领荒地由”，内蒙古档案馆藏《内蒙古东部区垦务档案》，全宗 469 － 4 － 4 － 5。
洮南府:“呈为计议续放蒙荒各节拟章绘图由”，内蒙古档案馆藏《内蒙古东部区垦务档案》，全宗 469 － 3 － 10 － 18。
奏办札萨克图蒙荒行局:“移为所有行局办事员司事等差由敝局拣派委员分别札委移知总局由”，内蒙古档案馆藏《内蒙古东部区

垦务档案》，全宗 469 － 3 － 15 － 6。
奏办札萨克图蒙荒行局:“移为所有行局办事员司事等差由敝局拣派委员分别札委移知总局由”，内蒙古档案馆藏《内蒙古东部区

垦务档案》，全宗 469 － 3 － 15 － 6。
黑龙江总理札赉特蒙荒行局:“严惩春英并告谕不得贿骗事”，内蒙古档案馆藏《内蒙古东部区垦务档案》，全宗 669 － 8 － 15 － 22。
黑龙江总理札赉特等部蒙荒总局:“呈为职局于去年先后饬发信票各数目呈请备案由”，内蒙古档案馆藏《内蒙古东部区垦务档

案》，全宗 469 － 3 － 1 － 7。
钟祺:“呈为接收镇国公行局分卷，帐薄并赶催欠款由”，内蒙古档案馆藏《内蒙古东部区垦务档案》，全宗 469 － 4 － 4 － 7。
洮南府:“呈为计议续放蒙荒各节拟章绘图由”，内蒙古档案馆藏《内蒙古东部区垦务档案》，全宗 469 － 3 － 10 － 18。



一步发展。①

3． 民国时期的放垦与移民

民国时期，继续施行移民放垦政策，塞外移民也继续保持着清末的增长势头。大规模地开垦蒙地始

于清末，继续于北洋政府时期，在国民政府时期发展到高峰。
民国时期对蒙地的放垦持续时间长、数量大，客观上也促进了内地向内蒙古地区移民的大量增加。
1914 年 2 月 19 日，北洋政府内务、农商、财政部及蒙藏院共同制订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辟垦

蒙荒奖励办法》，次年，蒙藏院又制订公布了《边荒条例》，进一步扩大了放垦蒙地的政策及有关规定。
《条例》规定:“凡蒙、藏、青海等处暨热河、察哈尔、绥远城、东三省、新疆以及陕甘、四川边外开放荒地，

均依此条例办理。”具体规定主要有: 拟开垦区域“如系蒙、藏、回游牧地段，由该札萨克呈请蒙藏院转呈

大总统核准开办”，“同时亦须呈该地方长官备案”;“凡放荒之处须责成附近县署办理”。“……所收荒

价半归国家、半归该旗，由放垦县署和荒务局征收，分解分交”;“所收大小租应解国库若干，应分给该旗

若干，亦照该地向例办理”。② 蒙垦方针确定后，内蒙古境内各地方当局、各路军阀、官僚争相开垦蒙地，

通过移民招垦和军队屯垦的方式，扩充实力，聚敛财富，已远远超过了清末蒙地开垦的规模和速度。袁

世凯死后，军阀分裂混战，内蒙古地区很快成为各派军阀争夺的场所。从此，蒙地放垦愈演愈烈，远超过

清末的水平:“从清末到 1928 年，仅绥远地区就放垦清丈荒地达 198 492 顷，其中清末放垦 79 560 顷，占

40% ; 1912 年至 1913 年放垦 1234 顷，占 0． 6% ; 1914 年至 1928 年放垦 118 932 顷，占 59． 4%。”③国民党

当政后，积极推行移民放垦和屯垦政策，再次掀起了大规模放垦蒙旗土地的高潮。在国民党移民垦殖的

总方针下，热、察、绥三行省及相邻各省纷纷强行丈放蒙旗土地。1928 － 1929 年，仅哲里木盟的科尔沁

左翼中旗就丈放土地 23 万余垧。
1932 － 1945 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占领了内蒙古东、西部地区，为了进行经济掠夺，日伪政府在沦陷

区成立荒务局，招徕汉族农民和日本移民垦荒种地，征收荒租。至 1942 年末，共收买了 2000 万公顷的

“开拓”用地，其中耕地即达 351 万公顷。④

自民国以来，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内蒙古地区的开垦规模不断扩大，

移民数量与日俱增。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除东部的呼伦贝尔和西部的锡林郭勒盟以及阿拉善旗、额济

纳旗等少数盟旗尚保持游牧外，其他各盟旗全部或大部分被放垦，哲里木盟北部七旗的大兴安岭以东地

区基本上成了农业区。西部集宁至多伦一线以南的察哈尔左右翼南部，适耕地以垦辟殆尽，伊克昭盟南

边沿线和北部河套一带也已基本变成农业区。20 世纪初，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约百余万人，至 1949
年已猛增到了 515 万多人。⑤

二、移民与农业的粗放经营

随着内地民人垦荒种植的不断推进，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蒙古牧民自觉或被动地接受

了农耕生产方式。俄国学者波兹德涅夫游历内蒙古时，所见巴林人已全部从事农业，而且蒙古人还从汉

人那里学会了养蚕缫丝。⑥ 汉民也从蒙民那里学会了畜牧饲养，改进了蒙古牧民“既无畜舍设施，也不

进行饲养干草的贮藏”的粗放式畜牧方式，实行备草圈养的集约化畜牧方式。⑦ 蒙汉农牧民相互学习，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其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及不负责任的人类活动，严重超出

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更大程度上阻碍了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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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

长期以来，内蒙古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农业只起辅助作用。放牧是对地表的自然利用，破坏性较小。
随着内地汉人大量地进入内蒙古地区，农业逐渐地取代了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农业是对地表的改

造式利用，在种植过程中要改变原来的地表结构，再加之盲目开垦，粗放经营，严重地破坏了脆弱的草原

生态环境。
汉人进入内蒙古地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春去秋回。“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这种“雁行移

民”在内蒙古地区往来移动的规模很大。“雁行移民”虽然能够为内蒙古地区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但由

于他们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并不关心蒙地土地的持久利用，不施肥料，四处游耕、撂荒。这种不负责任

的掠夺性开垦，严重地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察绥有一种特殊之农制，曰游农制，其意盖非固定土著，

此种农民多来自晋北，即今年在甲地租田种植，俟收获后仍返家乡，明春则往乙地租田耕种。此种农制，

对于农业颇为不利，因耕种者对于土地不负责任，以其明年不复至原地方故也”; ①察哈尔“永租之地，垦

户无定心，故后套农家建筑均极简单。因地非我有，地上之建筑亦将属他人。且对于土肥不加保持，因

土非我有，土地之贫瘠者弃之可也，再租他地之肥沃者种之，于他人之土地无所爱惜也”; ②绥远“高处倾

斜地，表土极薄，已成粗砂土壤。此盖由农人智识太低，对土地毫不施肥，甚至收获时，将作物连根拔出，

收回以充燃料。以至土壤腐殖质减少，地力减弱。”③撂荒的情况更加严重，《归绥县志·经略志》记载，

这一地区“地广人稀无从得粪，以沙地而无粪培，耕种久则地力乏，往往种而不生，必须歇一二年后，始

终以年，方能收获”。而且“口外粮户尽是客民，未编户籍，有利则认粮而种地，无利则弃地而之他。”④造

成大片撂荒地。这些撂荒地，土壤肥力很难在短期内恢复。而且撂荒地越多、越快，沙化的程度就越严

重。流沙扩散压埋附近耕地和草场，如此发展，造成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沙化。
2． 无序的人类活动

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变迁有着深刻影响。由于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蒙地垦殖，极大加重了原本

脆弱的草原生态的承载力度。除土地大规模撂荒外，人们“多在野外以柳木为椽，以茅茨为草庵”，⑤建

房屋、扎栅栏、所用燃料都是以天然植物为原料。“惟未垦之地，红柳丛生，居人每折其枝干以为羊圈。
筑屋则以之平铺屋顶以泥盖之，细枝则编为筐篓。又有所谓茨箕者，亦丛生草类也，茎干挺出，性韧而

坚，可制为草帽、蚊扇、门帘、扫帚诸物”。⑥ 这些植被被大量破坏，失去了防风固沙的作用，使土地沙化

处于失控状态。
随着内地汉民不断涌入，内蒙古从东到西普遍出现农牧争地的局面，这种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农进牧

退。在有些地方，牧民因失去草场，不得不远徙他乡，有的甚至迁往最不易放牧的荒山野岭，各旗蒙古牧

民不断北移，放牧条件日益恶化。察哈尔八旗南部草原的消失，鄂尔多斯七旗草场的普遍缩小就是最好

的例证。草场面积的缩小，加重了草场的载畜量，过度放牧情况也随之加剧，严重破坏了草原植被，导致

了草场退化以及畜牧业经济的萎缩和衰退。
另外，还有一部分“雁行移民”，他们来到塞外不是为了垦地，而是大量采掘甘草。甘草可为药用，

“一战”爆发后，国际市场需求极大。而内蒙古是我国甘草的主要产地。市场的需求，吸引着当地农民

和口内民人出塞挖掘。甘草是深土埋藏的根茎植物，具有较好的固沙功能。由于根茎埋得很深，因此，

为挖一根甘草，通常需要挖一个远大于甘草生长范围的坑，对草原的植被破坏极其严重，甘草越稠密的

地方，这种破坏性就越大。例如，鄂托克旗是伊盟甘草生长最为繁盛的地区，而现在伊盟的沙漠化就以

鄂托克旗最为严重。这就是当时甘草的采挖对草原生态破坏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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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蒙古生态环境的变迁

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较少，除东北部一些地方可达

400 毫米以上外，绝大部分地区都在 100 － 300 毫米间。草原是内蒙古地区主要的自然生态，内蒙古大

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坡，西至河西走廊北侧，长达 3000 多公里。草原牧民世世代代劳动生息于此，逐步

创立和发展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生态经济系统，“18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蒙古畜牧经济的兴旺发达就是

草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表现。”①清代以来，内地民人不断进入内蒙古地区，带来农耕生产技

术，打破了该地区长期以来较为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形态，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蒙古牧民的物质生活，

满足了蒙民对粮食的需求，但蒙地的大量开垦，也严重破坏了草原生态，经过几百余年的移民开垦，现在

仅剩下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原、鄂尔多斯草原和额济纳草原，大量草原被耕地所挤

占。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人类对大自然的实践和改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
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除受当地的自然条件影响外，还常常受到人口的负载量及人类活动的

影响。因此，大量进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及其经济活动方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影响。
1． 林木资源的破坏

随着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蒙地垦殖，除草场遭到严重破坏外，林木资源也大量减少，有的地方甚至

绝迹。如喀喇沁、土默特地区，原本林木资源丰富，自康熙年间实行移民政策后，内地民人源源而来，任

意砍伐林木，以致森林面积逐年减少，至光绪初年，所谓古树乔木，已不复存在。克什克腾旗境内西拉木

伦河源地方，在古代是著名的八百里平地松林，到清末已是八百里沙荒，林木资源已绝迹。
2． 水土流失严重

内蒙古地区土质以黄土和古沙为主，当其上覆盖的植被完好时，土壤就能够受到保护，一旦植被遭

到破坏，风蚀沙化现象和强烈的水土流失就不可避免。由于长期大量垦殖活动，原有的植被遭到了严重

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据光绪《靖边县志》记载:“陕北蒙地，远逊晋边，周围千里，大约明沙、扒拉、碱滩、
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明沙者细沙飞流，往往横亘数千里; 扒拉者，沙滩陡起，忽高忽

陷，累万累千。……草场不旺，蒙民生计甚苦，若再开垦，蒙民实更穷迫”。《横山县志》记载: 同治十三

年六月，“响水堡东新开沟，沙碛起蛟，山水暴涨，冲决沟。”《兴县志》载:“嘉靖以前，山林茂密，虽有澍雨

积霖，犹多渗滞，而河不为青肆。今辟垦旷，诸峦麓俱童山不毛，没夏秋降水峻激，无少停蓄，故其势愈益

怒涌汩急，致堤岸善崩。”
3． 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甚至灭绝

清前期，内蒙古地区有森林面积 2 万平方公里，出现了林木茂盛、牲畜繁殖的景象。如围场内，“树

木繁盛，内多千年古松，木兰秋弥，所获禽兽不可亿计”。② 随汉族移民的不断涌入，大量开垦蒙地，使生

态环境不断恶化，大量的野生动物失去了生存环境，数量大量减少，甚至灭绝。如喀喇沁、围场地区，因

“地与木兰围场相毗连，故平素虎、豹、熊、狼、猞猁狲、野猪、狐狸甚多”。但到清末，“深可惜者，近三十

年来，围场各处砍伐树木，开垦荒地，户口日繁，麋鹿潜踪。至于今日，熊豹鹿彘时有所见，惟虎之一种，

绝迹无影矣”。③ 布哈特地区，一直是打牲贡貂之地，到了清末，由于周围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是无貂可

打。至 1908 年该处放垦后，祖祖辈辈打猎的鄂伦春人已有被迫种地者。
4． 风沙灾害频繁

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以干旱环境为主的内蒙古草原沙

质地层分布广阔，从贺兰山、乌拉山、大青山到大兴安岭西南的几千里地段都是复沙带，上面的腐质土只

有 30 － 50 厘米，下面就是沙粒层。④ 这种地层结构极易遭破坏，生态环境脆弱。由于长期大量移民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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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地表植被破坏严重，致使沙层外裸，风沙灾害频繁。据史料记载，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的 2100 年

中，内蒙古地区平均每 30 年发生一次大沙尘暴，1950 － 1990 年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1990 年后，每年都

会发生。如今“沙灾严重，强沙尘暴天气由 20 世纪 50 年代 5 次增加到 20 世纪 90 年代 23 次”。① 新中

国成立后，虽也提倡种树种草，但迫于粮食生产压力，垦殖活动仍在继续。据统计，从 1953 － 1990 年，内

蒙古垦地计 5574． 9 万亩，导致沙化面积继续增大。② 例如鄂尔多斯地区，1948 年前沙化面积为 1515 万

亩( 包括毛乌素沙漠和库不齐沙漠) ，1977 年增加到 5250 万亩，到了 1981 年已经增加到 1 亿亩。③ 近年

频繁发生于京津地区的沙尘暴，其沙源即出于内蒙古地区的沙地，这和历史上对植被的破坏有直接关

系。内蒙古现今已成为我国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省区之一，目前沙化土地和潜在沙化土地面积已占到

全区总面积的 30． 8%。④ 近期，沙尘暴更是席卷到了长江流域。

四、启示

考察长期大量的移民开发给内蒙古地区生态环境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在区域开发中，应遵循自然法则，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要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应以移

民蒙地垦殖造成的草原生态环境破坏为诫，在区域环境承载能力下进行开发，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其次，区域开发应根据其发展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内蒙古大草原原本水草丰美，适合发展畜

牧业。然而汉民进入蒙地后，由于大规模开垦草原，虽暂时获得了一定收益，却破坏了脆弱的草原生态，

造成大面积的草场退化与沙化，草原的抗灾能力减弱，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致使农业和牧业俱受其害。
最后，区域开发应注重长远发展，只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才能发现区域开发历史中的失误。

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展开区域开发，才能避免因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的长期生态损失。今

后区域开发既要发展经济，又不能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真正造福当地人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区域发展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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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Mongolia and Its Effect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ince Qing Dynasty

YI Bao － zhong ，ZHANG Li －wei

( School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5，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Qing Dynasty，a small amount of Han people as pioneers emigrated to
Mongolia to open up the virgin soil． Since the Qing Dynasty，more and more people moved to there for new
life． Because of extensive cultivation and mismanagement，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Mongolia suffered se-
rious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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